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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专题研究( 笔谈 3 篇，主持人: 赵毅衡)

主持人语: 符号学即意义学。符号学这门学科，经常让人感到很神秘，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符号之中。
符号就是我们( 人类，还有动物) 用来表达意义的工具: 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不用符号表达不了任何意义，也没

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符号的定义，就是“被接收者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而所谓“符号学”，就是对意义活动，包括发

送意义、传播意义、解释意义的规律之研究，就是意义学。这个定义，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它卷

入整个人类文化。由于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任何有关文化的研究，总离不开对文化中符号意义活

动的研究。符号学研究，往往是在深究: 为何人存在于世必然不断追求有意义，为什么人必然在意义传播中追求“真相”，
而且一个接受中华文化哺养的人，他追求的意义常常是中国式的，与别的文化不同。

符号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关心者多了，不是坏事，但是符号学的学理探索，就更迫切了。符号

学最为人欣赏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文科数学”。但往往会有一些术语，变成了不必求甚解的套语。因此，中

国符号学者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引领这门学科的探讨。虽然符号学的讨论遍及各文化领域，但理解中国文化，始终

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当今符号学努力把符号学研究从“语言中心”拉了出来，重点转在文化与传播上，让符号学真

正成为文化研究的利器。同时我们努力追求理论的渗透力，埋头思索符号现象学、符号学主体哲学、符号叙述学、
符号美学等分支课题。同时，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阴阳五行说、唯识宗与因明学，

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潜心思索。
这一辑“符号学“专题，内容涉及符号学的各方面。胡易容教授的文章讨论了当今全球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真相”往往淹没在情绪之中，当代文化关于意义解读的社会契约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张骋副教授的文章

延伸讨论这个问题，指出当代符号现象学对于真相问题，应当有一种更本质的理解; 伏飞雄教授的文章则回应这个

要求，追溯符号意义的起源，以寻找意义的本质特征。这些文章都展示了符号意义的复杂性，以及符号与人的意识

活动的紧密关联，而任何个人的意义活动，都必须是在群体意义活动的背景上，才呈现出可辨认、可分析的形态，所

以，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后真相”时代传播符号的“意义契约”重建
*

胡易容
(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若要对西方世界“后真相”时代诸观念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回应，研究者应回到述真的基础结构来阐述

“后真相”的核心特质———“后真相”现象隐含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当今求“真”问题的主要对立范畴由“谬”向“伪”
发生转向。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后真相”须作更辩证的考察。它一方面造成了众声喧哗与真相迷失，同时也隐含了

新语境下传播求真的线索。若将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置入当今语境，须在其“是”( being) 与“似”( seeming) 的二元基

础上增加“施”( intention) 这一主体性维度，从而构筑“对象”“表象”“意向”的完整述真模型。进而可推演出，以

“诚”为基础的“意义契约”将是处置当今“后真相”时代传播求真的普遍有效符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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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后真相时代宣言

2016 年 11 月 22 日，牛津词典官方公布年度词为

“后真相”( post － truth)。［1］此词最早出现于 1985 年，被

解释为“真相披露之后引发的情形”。［2］然而，今天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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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相却几乎与此相反，它不再指向事实真相披露的

后果，而是指“客观事实在塑造政治辩论或公众舆论方

面影响力低于对情感和个人信仰的吸引力的情况”［3］。
“后真相”一词 1992 年现身于美国《国家》杂志，宣言式

地表达了人们对后真相时代的选择意愿———“独裁者

们总是压制真相，而我们通过行动表明那已经不再必

要……我们作为自由的人们，有权决定我们希望生活

于一个后真相的时代。”［4］及至 2004《后真相时代》
( The Post － truth Era) 出版，该词得到系统阐发。随着

政治局势的发展，尤其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

英国脱欧的舆论语境下，“后真相”一词的使用率急遽

上升 2000%，并于 2016 年底登上《牛津词典》年度词汇

榜。［5］牛津词典官方博客转引了《经济学人》杂志的一

段文字:“奥巴马创建了伊斯兰国。小布什是9·11事

件的幕后主使。欢迎来到后真相政治。”［6］2017 年 8 月

底，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英国《旁观者》杂志前主编、
《卫报》专栏作者马修·德安科纳( Matthew d’Ancona)

以“后真相时代”为题发表演讲，称“只传达事实是不够

的，后真相不会被数据的轰炸撼动”［7］。一时间，后真

相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话题。短短数年间，英语世界

以“后真相”为题的图书超过二十部。
“后真相”时代，公众似乎不再相信传统主流媒

体提供的“事实真相”①。这对于视“真相”为至高

追求的西方媒体界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史安斌

指出，“‘后真相’与西方社会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

现代主义演进的趋势相吻合……在众声喧哗的社交

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

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

情感、观点与立场。总而言之，多元化、多样性、差异

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新媒体传播

的特征，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正在被改变。”［8］他认

为，“后真相”对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的冲击值得我

们深思。可见，“后真相”时代不仅关乎传媒界坚持

的“真相”信念，它甚至是数千年来人类“真之执着”
的一次震动。“真”在社会文化传播现实中的危机，

使它在理论上更有反思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基于如上原因，本文试图在一个人类求真的哲

学传统变迁的语境下，观察“后真相”时代对人类文

化中“真”之执着产生的影响; 剖析“后真相”式的符

号表意文本形式特征，进而尝试为“后真相”时代的

生活提供一个理论的应对建议。

一、从原初整一的哲学真理到求“真”的解分化

“真”是人类哲学最根本的命题之一。古希腊

的哲学以“真理”为最高追求。亚里士多德( Aristot-
le) 一开始就将哲学称之为“真理之智慧”( Aristotle，

1988． 993B 19 － 21 ) ，将关涉“普遍者和必然存在

者”的“纯粹智慧”视为哲学的最高级形式( Aristot-
le，1894． 1140B31 － 32 ) 。柏拉图则借苏格拉底之

口追问，“还 有 什 么 比 真 理 更 亲 近 于 智 慧 的 呢?”
( Plato，Ｒep，485C10) 。早期古希腊哲学中，对“纯粹

真理”的 把 握 是 一 种 整 体 观 念，指 向 逻 各 斯

( Logos) ; 等而次之的，才是“博学”所指向具体的知

识。詹文杰认为，正是由于赫拉克利特将智慧引向

“纯粹理智”与“真理”时，希腊哲学得以奠基; 同为

这种求真智慧奠基的巴门尼德则认为感觉能力则只

能带来纷乱的意见。［9］

东方中国思想传统中，将“真”上升到哲学高度讨

论的是先秦道家。其中，庄子的论辩独树一帜。在庄

子之前，以及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几乎没有对“真”进行

深入讨论，而《庄子》中多达六十余处使用了“真”，其不

仅组成了诸多复合词如“真人、真知、真性”，且进行了

明确的哲学性界说。［10］他将“真”的概念上升为天人合

一思想的层次。如《庄子·渔父》中，“真者，精诚之至

也。”在这里，“真”是最大化的“诚”。庄子还认为，“真

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

不拘于俗。”(《庄子·渔父》)。由此，《庄子·天道》中

“极物之真”仍是事物的本源。天与人的相通既是形而

上的真理，也是普通人通过修炼得道的途径。《说文解

字》认为“真”就是“仙人变形而登天也”( 许慎《说文解

字》)。其中，“独言目者、道书云养生之道、耳目为先。
耳目为寻‘真’之梯级。”与此相对概念———“伪”则指

向脱离本源的“人为”。因此“伪者、人为之。非天真

也。故人为为伪是也”( 许慎《说文解字》)。可见在东

方哲学思维中，也触及到了感知的片面性，认为人为的

操作令事物失去“本真”和“全貌”。
就此而言，庄子所说的“真”在“道”的意义上可

与古希腊哲学“逻各斯”相提并论，它们都指向总体

性和本原性概念。与此相对的具体观感和人为性，

则是对纯粹之真的干扰。从巴门尼德到赫拉克利特

再到柏拉图，西方哲学求真逐渐形成了一种摆脱

“洞穴囚徒”的去蔽、启蒙精神，是心灵不完满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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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欲望。此后，古希腊哲学的“求真”向追求“幸福”
的伊壁鸠鲁派和追求“德性”的斯多亚派转进。这

种转化常常被认为是希腊哲学的“衰微”。［9］ 实际

上，这种演化是总体整一的“本真”向各种语境下具

体之“真”的必然解分，是“道成肉身”的世俗文化生

活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生活

上，也体现在求真探索的逻辑方式上。文艺复兴及

启蒙运动以来，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二分，也连带求

真方式发生了分化。自然科学“之真”以可验证、可
重复为标准，数学等形式科学对真的追求则诉诸逻

辑自洽，两者均拒绝主观因素。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 ( Ernst Cassirer ) 承

认，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从苹果落地可以推

演至充塞宇宙的普遍规律，而是以“人”这个核心为

尺度的主观、局部的真。［11］122 － 123 因此，整一的本真

也在这种转进中被悬搁为一种理念和信仰，而我们

所能企及的是学科化中的具体的“真”。由此，我们

通常所说的“真”就成了指导日常生活秩序的实用

指向，而将“整一”的终极之真交予“信仰”或干脆悬

而不论。在同一个文化社群内的交流双方，不再需

要每次去争辩终极信仰，而成为某种无须明言的

“默契”。是否遵循某种“默契”构成交流双方的核

心论题，这使得文化范畴内谈“真”就不得不与“诚”
这一伦理原则始终息息相关。“真”的伦理意味使

它回到了东方中国关于真的古老范畴———“诚”。
同时，由于这种包含主观意向的“真”构成我们日常

生活的基础，“真”的两个最基本的对立范畴———
“真 － 谬”“真 － 伪”就发生了分野。

在自然科学维度上，“真 － 谬”对立范畴构成了

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主导着求真的法则; 而在人文学

范畴内，伦理维度不得不纳入考虑———伦理之“真”
的对立范畴既包括“谬”也包括“假”或“伪”。后真

相时代，人们公然宣称“事实并不重要”，带出了在

文化与传播中“真”的对立范畴的重心由“谬”向

“伪”的转向问题。“伪”的范畴更凸显了“人”为要

素构成的文化复杂性，而成为文化传播主要面对的

问题。例如，转基因话题所蕴含的科学事实是生物

学和医学的工作范畴，而传播工作仅负责保持信息

通达以有效传播科学结论，同时要对抗各种“伪”
( 如: 别有用心的谣言) 。不过，后者的复杂性在于，

“伪”这一范畴无法用简单的道德二元论来判定。
因为，“伪”在社会生活中有其实际功效而被视为道

德上可接受的，甚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生存策

略。小到日常生活的善意作伪，孩童游戏的“仿拟”

及至艺术生活一般性的虚构，大到国家战略的虚实

谋略，我们无法全盘否认“伪”的必要性。
由此，需要借助符号意义理论对“伪”进行论

辩。从柏拉图时期“克拉提鲁斯”( Cratius) 与“赫尔

墨涅斯”( Hermenes) 之争就引出了“符号任意性”这

一“事实与符号”符号与事物关系的“透明性”问题。
该论题隐含了符号与对象事实之间的“真”的关系

问题。此后霍布斯提出“约定论”，指明了由语词符

号与真之间的构成关系，“真、真理和真命题这些词

彼此是意义相同的; 因为真理由言语组成，而不是由

所言说的事物组成。”［12］35 莱布尼茨在“真理约定

论”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词与“事物”的任意性关

系———符号与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人们

普遍同意的东西。艾柯甚至指出，“符号学是一切

可以用来撒谎的学问。”［13］58 － 59 他认为不能用来撒

谎也就无法表达真相。从符号的根本性质来说，符

号是对象的抽象，因而其本性是片面的。这种“片

面”提供了“撒谎”的逻辑基础。不过，“片面”又是

人通达对象的唯一途径。唯有片面才能抽象出秩

序，而整一的“道”与“逻各斯”只能作为信仰而存

在———属于神祇的世界。不仅如此，“真”与“伪”这

对范畴之间有相当大的灰色地带。后真相时代充斥

网络的“扯淡”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谬论，而可能在真

的一边，但它造成的后果同样是“真”的消解、淹没

与转移。由此，有必要在符号意义理论的框架下对

“真”表意结构予以剖析。
二、格雷马斯符号述真方阵的拓展

( 一) 符号矩阵的一般情况及要素的拓展

表 1 格雷马斯矩阵 [14]312

(1)Truth

Lie(4)
(S)seeming

(B')（Non-being）

(2)Falsehood

(S')（Non-seeming)

(B)being
(3)Secret

早期结构主义符号学多从二元结构对立范畴来

探析符号意义。比如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

特劳斯以原型结构来分析神话文本。格雷马斯与库

尔泰以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与反命题”方式建立起

符号“符号矩阵”，扩充了符号分析结构的多种可能

性。符号矩阵将二元对立扩展为四个要素的博弈互

动，由“是”( being) 与“似”( seeming) 两个要素的正

负否定展开而成为一个辨证的立体矩阵，如下:

是 + 似: 真;

是 + 非似: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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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 + 似: 谎

非是 + 非似:“假”或“谬”
格雷马斯矩阵的基本要素为“是”与“似”，而将

真、假、谬、谎等都作为判断结果。该矩阵的局限是，

以“是”与“似”的逻辑关系来判定“真”与“谬”，本

质上仍然属于“符合论”———表象与对象相符是为

“真”，反之为“假”。赵毅衡指出，格雷马斯这个矩

阵明显的缺陷是接受者的阙场。［15］31 对接受者的强

调是赵毅衡的重要推进，而董明来从现象学路径对

解释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做了补充。［16］本文进一步

将这个过程置于社会文化传播中加以考察，情形就

呈现为———“真”与“谬”作为一种“待在结构”，其

完成需要读者的参与。
就符号表意的过程来看，关乎释义实现的“意

向”要素应当独立考虑，以契合符号表意的基本结

构。结合符号表意的基本要素，我们可以将格雷码

斯的“是”( being) 理解为“对象”，而将“似”( seem-
ing) 理解为“表象”，再加入“施”这一意向 ( inten-
tion) 要素，格雷马斯矩阵就由两个要素就发展为三

个素———对象、表象、意向。其中:

“是”作为“对象”之真，指向对象事实;

“似”作为“表象”之真，是符号的再现方式;

“施”是受传双方的“意向”———指向受传双方

的主体间性。
( 二) “是”与“似”的内在逻辑及其互否展开

在格雷马斯的矩阵中，已经在逻辑上陈述了要

素的自我否定，如: “是”的反命题“非是”。我们可

以沿着他的这些“自否”命题继续深入———每个要

素的自我否定是其与其他要素之间展开否定推进的

前提，而这些要素的“自我否定”本身即已经包含了

“真”的多元化启示，试分析如下:

“是”( being) 是对象实在性问题。通常，对象

之“真”作为未曾明言的前提常常被忽略了。一种

知识论的逻辑分析可以发现，“对象”本身并不是自

在澄明的———其首先必须是“可对象化”的。换言

之，其应在“意义世界”和知识谱系范畴之内。人类

的知识有限且动态。前文已经提及，总体和整一的

“真”已被悬搁且无法企及、无法言说———也就无法

对象化，自然也就无法被以“真”作为一种判断的方

式来表述。这类“对象”本身是不存在那个时代的

“意义世界”之中，也就无所谓“真”与“非真”。可

见，具体的对象作为认识意义上的“真”构成了符号

文本指向的基础前提。例如，牛顿时代无法解释微

观世界的对象问题，是由于基于那个经典物理基础

和确定性逻辑的知识图谱无法表述“既是且非”的

量子叠加态逻辑。就此而言，“薛定谔的猫既死又

活”这个表述就不能为“真”。
即使我们可表述某个对象，但这很可能仅仅是

个“理念意义上的对象”而不具有现实世界的“对应

物”。在无法对象化的“混沌”与完全对象化的“事

实”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带———可能世界。对可

能世界的探索是人类知识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其

具体的形式既包括形式科学的计算、推理、演绎，也

涉及人文式的想象与创造( 赵毅衡援引海德格尔的

概念，将此类称为“筹划”) ［15］31。此类思考的对象

是否为“真”也是不确定的。
从对符号对象的“可对象化”来看，符号对象既

可以是“确定对象”与“可能对象”，也可以是上述对

象的否定。由此，对象之“确定性”与“可能性”涉及

的情况也将影响符号再现方式。有必要说明，之所

以不以“客观实在”或“物理实在”为区分依据，乃是

由于，这种物理上的客观实在不仅不是表意的最重

要特性，反而是造成误会的源头。人们往往忽略，

“物”作为一种清晰明白的表意，是已经被充分范畴

化对象化和意义化的结果。因此，索绪尔强调，能指

与所指都是“心理事实”，而艾柯也一再批判那种将

对象作为纯粹物质实在处置的观念，并称之为“幼

稚的图像论”。
作为文本之“真”的符号表象 ( seeming) 。“表

象”是从文本的角度出发的界说，但格雷马斯用此

词时主要考虑的是表现与对象的匹配问题，而未考

虑“表象”的自证或自洽。“表象之真”体现为符号

文本的“融贯”。“融贯论”肇始于大陆理性主义哲

学家的思想，特别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

思想，强调文本内部无矛盾。例如: 自然数当中不能

出现两个“1”，小明的妈妈不能有两个叫小明的儿

子。一旦出现矛盾，文本自身就会出现指称混乱。
对这种基于文本内部的逻辑自洽指向的“真”，赵毅

衡称为“文本内真实”［17］262。
不过，由于符号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结构，

文本的内部冲突往往提供了其他线索来补足与自

洽。这种补足已经不是逻辑的查漏补缺，而是人类

文化的常态。这也是文化文本与纯粹逻辑的科学文

本的差异性。巴尔特指出，“单层次的调查找不到

确实意义”［18］410。这种差异性并不意味着文化文本

非逻辑，而是说它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是多重逻辑的

共同作用。森林中一片树叶的下落，其轨迹并不能

按真空条件加以计算。文化中的文本表意是一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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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多重系统的动态释义过程。例如，“一个黑色的

白橘子”是逻辑自相矛盾的命题，但在特定的型文

本语境下，就可能被解读为一首后现代诗歌。赵毅

衡说，“文本内真知不仅产生于狭义的文本之中，不

仅是文本内部各因素( 例如一部电影情节的前后对

应) ，也在于文本与必须进入解释的伴随文本因素

之间的呼应和融贯性。”［17］266

人类文化社会中，符号文本系统嵌套与普遍关

联特征，使得文本的融贯甚至可能越过对事实“符

合”的验证而接近“真相”。在面对无法通过“对象

事实符合”来加以检验的情况下，文本之间的融贯

成为我们唯一通达真相的路径。例如，考古学中的

“三重证据法”［19］是不同文本之间的融贯而推演出

可能的历史事实。赵毅衡认为，“骗子发出的文本

融贯度最高”［17］39，因为他需要自圆其说。实际上，

一旦将伴随文本、文本自身的跨层系统考虑进来，骗

子的文本永远无法完全融贯。因为，文本涉及的系

统太多，再高明的骗术也无法处置所有的伴随文本，

而唯有“真”本身串联起的所有文本，没有瑕疵。
逻辑上看，推之极致的文本融贯终将通达文化

全体———符号文本之间的开放衍义最终会推向社群

的文化全体，也即皮尔斯所说的符号衍义最终指向

终极的“符号”———这个符号是“真”，［20］39但它不可

一次性通达，而只能是一个无限衍义的过程。
如果不考虑“意向”要素，格雷马斯的“是”与

“似”关系的否定展开就只有两种情况:“是 － 似”以

及“非是 － 非似”。尽管格雷马斯将其置于“真”
“谬”的对立两端。此处，用“谬”而不用“假”，是由

于后者非常容易与有意图参与的“伪”混淆。在讨

论文化社群中的意义交流时，或是讨论后真相的危

机应对中，更容易造成困扰的，不是那些一望而知的

“谬误”，而是具有欺骗性的“伪”。
“非是”与“非似”的组合是符号与对象的否定

匹配———此时的符号走向明确的“谬”。就此而言，

这对关系仍然符合“诚”的原则。因为它是明明白

白的“错误命题”，是读者一望而知的“谬误”。这种

情况下，符号文本提供了读者可知晓其谬的途径。
也即，“真”与“谬”的符号表意都是“诚”的。我们

此前提到，在文化交流中，“真”与“诚”是相近关系。
在格雷马斯矩阵中，“是 － 似”与“非是 － 非似”都是

“真诚的文本”，前者是对真相的直接表达，而后者

是“坦然呈现的谬误”。在后真相时代，问题的要害

不是“谬之坦然”，而是充斥信息社会的“不诚”。
由此，对格雷马斯的矩阵的否定关系在当下语

境有必要重新思考。要分析“是 － 非似”结构和“非

是 － 似”这两种结构，仅靠“表象”与“对象”( “是”
与“似”) 两个要素还不够，它们能抵达“融贯论”与

“符合论”的上限———长于判断科学对象的正误，也

能判断文本逻辑的自洽，但却无法应付由人构成的

文化世界的纷繁与复杂。因为，文化世界的参照系

从“对 象”向“人 的 意 图”发 生 了 转 移。因 此，对

“真”的判断就不得不引入“意图或意向”这个指标。
( 三) 意向 ( intention) 之真与“是 － 似”的互否

展开

格雷马斯其实并未将“意向”作为专门要素来

单列，而仅在提出“保密”与“说谎”两个判断项时预

设了符号发送者的行为，这个设定为意向性提供了

基础。赵毅衡在强调接受和解释的现代符号学语境

下( 他将符号视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强调感受

与解释) ［21］加入了接受的解释情形。进而，赵毅衡

将格雷马斯发出者角度的“保密”与“说谎”分解为

“伪装”“遮盖”与“幻觉”“想象”①其中，“幻觉”与

“想象”则是从接受角度出发的。
从发出者向接受者意义解释重心的转移是 20

世纪后半叶符号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本文却并不

打算简单地以“作者之死”换取“读者之生”。② 无

论是“作者主导论”还是“读者主导论”( 当然还有注

重“回到文本”的新批评派) ，都呈现了部分情形。
完整的视角应提供不同语境下的多种意义发生的可

能。雅各布森的“六种主导因素”强调意义存在于

“整个交流中”，为解释提供了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他指出，交流偏向于发送者时，情绪性表达占据主

导; 当侧重于接受者时，意动性占据主导。［22］174 － 178

雅各布森的理论将符号表意回到“交流”这一本质

问题上值得肯定。对求真而言，意图是否充分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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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格雷马斯原作中，将“是 － 非似”解释为“保密”，赵毅衡补充了“伪装”的情况; 而在“非是 － 似”的结构中，格雷马斯称之为“说谎”，而

赵毅衡指出，还涉及幻觉和想象。参见: 赵毅衡:《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64 － 265 页。
从阐释权的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作者之死”以及接受美学的兴起，文本的接受者通过阐释权的获得而崛起。然而，从个案的

差异来看，符号的发出者与接收者何者居于主导地位在不同的文本中都可能有所不同。有的符号发送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作者文本置身其

中。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为文本“背书”所提供的“符号附加值”甚至远远大于符号文本自身。艺术家皮耶罗·曼佐尼排泄物堂而皇之地以“艺

术家之屎”的名义成为泰特美术馆、巴黎的蓬皮杜博物馆以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杜尚提供的小便池附着了文本自身无法自圆其说

的“作者印记文本”; 与之相反，无名画家在艺术评论家的评论中“被成为”艺术天才的例子比比皆是。



是发送者与接受者的互动关系。因此，唯有建立在

交流基础上，符号表意的“真”才具有坚实的判断

标准。
从这种参与主体的平等博弈观念来看，符号的

发出者可以主动“保密”“伪装”，而接受者也不必然

仅仅被动地产生“幻觉”，还能够主动“想象”甚至

“合谋”。在受众“拒斥事实”并主动选择生存于“后

真相时代”的情形下，这种关系尤其值得重视。应

充分考虑受传双方的意向性来解释文化传播中的

“是 － 非似”、“非是 － 似”的具体情形。
“是 － 非似”的情形，对象是可意指可表述的，

而符号信息表象并未提供充分信息或信息不足。从

发出者角度来看，有两种策略来造成信息不足。以

“网络舆论”发展为例，当通过阻断信息渠道、控制

信息流通，使得某事“未发生”。理论上，“机密”是

信息论思维下的舆情控制常态。问题在于，人人都

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常常不能做到绝对阻断。这

时，公众知晓需求就会与不畅通的信息渠道发生冲

突。一旦通过爆料的方式来撕开舆情一角而使得进

一步事实被动地公开，此时往往造成舆情控制的被

动局面。
前面所说的保密，是消极地增加“信息熵”，通

过信息的匮乏策略达到保密效果; 另一种策略则承

认在无法完全阻断信息源，或部分信息事实上已经

流出的情况下，此时信息发送方也可能采取主动，通

过增加“信息熵”来增加目标信息提取的难度。这

是哲学家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主要批判的一种

后真相时代的现象。这种策略通过利用当今网络社

会“信息过载”的特质，事实上能达成遮盖真相的效

果———网络水军即是这种策略的具体手段之一。
上述案例仍未考虑到受众的“主动性”———而

这恰恰是后真相时代的重要特征。如前所述，后真

相时代的核心特质之一是网络公众拒绝“事实”而

诉求于“情绪”或其他感性因素。在传统理论分析

中，对事实之“真”的追求被预设为自明的前提，而

忽略了“感知”等其他文化因素对事实拒绝的可能

干扰。这种分析往往忽略了接受者主动拒绝“事

实”而追求表象或其他的可能。本文开篇提到，古

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学派曾认为，具体的感知反而

是扰乱求真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拒绝“事

实之真”的情况极其普遍，而后真相时代这一趋势

有进一步普遍化的趋势。而东西方古典哲学曾一度

共同拥护的“本真”那种整一与朴素自然主义的观

念，已经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人类以实践改造的世界和自我的文化现实

中，所谓的自然本身也是被符号化之后的自然，由

此，它就不必然构成凌驾其他观相之上的“本真”而

只是“文化性选择之一”。反过来，诉诸具体的感知

的“表象之真”，作为真的追求成了这个“奇观社会”
公民的基本权利。设若将人的本来“样貌”作为一

种“自然之真”，则它并不在文化意义上有要求人们

拒绝整容术、化妆术与美颜相机的道德优先性。它

们都成为了无争辩之审美趣味之一。恰恰相反，在

特定场合不通过适当的方式遮蔽、伪装“自然之真”
的话，不符合社会文明交往的“道德”行为。素颜出

镜的明星甚至可能毁掉自己的星途; 暴露自己婚姻

事实真相的明星可能造成粉丝自杀———原因无非

是，当今受众在很多情况下拒绝接受未加“遮蔽”的

事实之真。
实际上，这并不是后真相时代遽然出现的新事

物。“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公羊

传·闵公元年》) 作为中国儒家“礼”文化，也在其他

文化中有所体现。可以借用“讳”来描述从符号接

受者角度主动拒绝“对象之是”的情形。为尊者讳、
偶像讳———构成了社会文化中的伦理符号表意景

观。因此，根据符号接受者与发送者的不同主体

“意向”，“是 － 非似”结构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

形———“保密”与“讳”。只不过，在所谓“后真相”
文化中，当这种处于受众主观意愿的拒绝事实真相

大规模出 现 时，就 成 了 西 方 学 者 眼 中 的“社 会 危

机”。
“非是”与“似”情形: 此时，表象指向的对象是

“否在”的。格雷马斯将此种情形称为“撒谎”，而赵

毅衡提出应包括“幻觉”与“想象”。幻觉的产生通

常并不涉及“发送者”的主观意图，而仅仅是就符号

接受者与文本的关系而言，其仍然包含了符合论的

因素; 而“想象”亦无须发送者的参与。若要更充分

表达受传双方的交互关系，可以从发送者与接受者

双方的不同主导情况来考察“非是 － 似”结构中，意

义的生成可能。实际上，“说谎”就是一种将双方预

设为“对抗关系”主体交互关系; 其对立面可能不是

接收者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共谋的“合作关系”。
在一切虚构性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一个“对象

之是”; 格斗赛事模拟的是战场的真实杀戮，而不以

杀戮为最终目标……在这类情形中，发送者与接受

者均接受“对象之无”，其目的在于模拟“情感体验

之真”而非追求事实之是。这种“默契的合作”是符

号述真矩阵中颇为忽略，但却贯穿文化传播始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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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关系。事实上，所有符号规约、仪式都是“拟无

当有”的合作，是祭神如神在的符号规制，也是以

“似”和“非是”立足的文化游戏。
而今，这种“似 － 非是”关系借助过载和内爆的

信息，构成了当今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即: 博德里

亚所说的拟真阶段———符号生产通过拟真消解了社

会真实与拟像之间的差异，并对客观世界的原有真

实取而代之。更具体一点说，在这个被称之为“后

真相”的时代，人们原初意义的那种以“事实”为唯

一线索的转换为更多样的“真”。实际上，“真”本身

并未消亡，而博德里亚所说的“替代”也言过其实。
后现代理论家将一切“真”都解构、消解的方式缺乏

建构性。
实际上，后真相的社会在回避真相的同时，潜藏

着新语境下的求真线索。本质而言，莱布尼茨所说

的“真的符号约定”关系并未消失，而围绕“真”的契

约更多元化了。网络信息时代重建人们“求真”的

信心，必须在理论上提供“真之契约”在当下时代的

构建方式。
三、以“诚”为基点的意义契约重建

在伦理学中，罗斯( W． D． Ｒoss) 提出人际交流

的“诚信原则”; 政治哲学中，约翰·罗尔斯 ( John
Ｒawls) 提出“公平原则”; 在语言学中有“合 作 原

则”、“礼貌原则”等。对此，赵毅衡指出，在充满虚

构文 本 的 文 化 交 流 中，要 遵 循“诚 信 原 则”很

难。［15］262 － 263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上述这些原则仍然

过于针对具体的沟通场合与文本形式，而缺乏对符

号表意的多种可能情况的考虑，也就没能实现符号

交流“意向通达”的普遍性。
在这些理论家们思考的基础之上，本文综合符

号发出者的“意图”与符号接受者的“意向”的普遍

情形，试图提出“意义契约”论。“契约”借自政治哲

学，其与通常所说的符号“规约”的不同在于，更好

地诠释了主体间的互文关系和主动选择意图。符号

规约是非主体化的文化习得，而“契约”是符号发送

者与接受者之间对意义形成的一种“无须签订”的

意义默契。它保障双方之间文本传输不被“断章取

义”，也排除元语言压力之下“任何解释都是解释”
那种对发出者意图的粗暴扭曲。“意义契约”不仅

适用于一对一的人际交流，也适用于自由选择认同

某一文本的所有读者。在文本中，这种发送者的意

图也需要提示，“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

合”; 而真人秀甚至“是带有纪实特点的特殊‘虚

构’”。［23］未进入该契约的读者可能对发送者的意

图误解。例如，未被任何官方作为“法定节日”的愚

人节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广泛的渗透力，在这一天接

受符号发出者以此语境预设的“玩笑”为约定的读

者通常就不会责怪“欺骗自己”的人，而会心一笑。
此时，欺骗文本的编制者与接受者都遵守共同的契

约，即是“愚人节”可以开尺度更大的玩笑。
意义契约是对发送者与接受者就一个符号文本涉

及伴随文本诸要素( 如型文本、链文本) 无须明言的遵

守与通达———广告可以天马行空、而新闻须以事实为

叙述的主要线索; 读者与作者可能就报告文学修辞手

法尺度有不同看法，但却不至于误解报告文学的基本

事实。就此而言，“后真相”时代可能的正面价值，则是

留给我们以重建“意义契约”的巨大空间。
当将伴随文本作为“融贯”的内容来考虑“意义

契约”的求真，比简单“符合论”对文化语境复杂情

形的更具解释力。东方寓言“指鹿为马”与西方童

话“皇帝新装”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并非因为人

们在“符合论”层面不能判断客观事实，当现场得不

到其他文本的横向融贯佐证，人们的判断就由另一

个关于官场全力文本“意义契约”主导。在“权力场

域”语境下，面对权力话语主导的权臣赵高，大臣们

在无法获得其他同僚的口头文本佐证时，这种意义

契约与横向文本的重要程度常常胜过“眼见”的感

知之真。同理，童话《皇帝新装》中的成年人之所以

不能指出皇帝一丝不挂，乃是由于他们接受了“看

不见新衣服的人是傻瓜”的意义契约。且该契约的

发出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儿童代表了“未进入

社会文化契约”的视角。他仍然以其有限的社会经

验知识———“衣服之有无”作了符合论判断。
四、结语: 后真相时代的“真”与“实”
“后真相”时代令人忧虑，但它可能存在的正面

意义是，公众从盲从的“事实”中抽身出来，而使得

一些荒谬的意义可能被揭示。因为，真未必实，而虚

未必伪———格雷马斯方阵中的“是”对应的是“实”，

而“似”对应的心象感知其“真”。
以此而言，传媒建构拟像( simulacrum) ，是通过

传媒制造的幻象与“实”相对; 它们可能不“实”，但

“真”切地构成我们的生活。即所谓拟态的符号信

息环境———博德利亚称之为“超真实”。有时，仿像

( simulation) 作为对原有事务的各种衍生物，则与

“真”相对———很“实”，却未必“真”。例如，货架上

那些基于物质实在的商品，却被博德里亚这样的学

者批判为“伪需求”，并认为它们是被“唤起和强加

的”———其“正当性”是可疑的。也即，“真”在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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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和价值判断的正当性意涵，而“实”则是我们

社会生活“实际”正在发生的那些事务。真而不实，

是广义文学文本的媒介拟像。在这个意义上，“神

话”与“艺术”都是“真而不实”的; 反而当今消费社

会中那些钢筋水泥的丛林“景观”是“实而非真”的，

它因“实”而比前者看上去更具欺骗性。
此外，“实在的事物”未必比“虚真的理念”更稳

定或耐久。人类社会的战争、灾难、瘟疫等一切基于

现实的矛盾均会摧垮实在的社会机器诸成果，而看

上去“真而非实”的幻象、信念却历经千年不曾磨

灭。这种意义契约关系，是社会文化结构的“暗能

量”———但其作用却毫不逊色于可见而实在的要

素———成为文化社会的关系的基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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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construction of the“Meaning Agreement”of the Media Signs in the“Post － Truth”Era

HU Yi － rong
(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have generally felt that the world constructed by modern media is entering a so －
called“post － truth”era，and believ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ufficient theoretical response．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veridical log-
ic structure of the text，and clarifi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 － truth and the major theoretical problems it causes． The main
opposite of the philosophy is“fall”to“pseudo”“Turn． The ”post － truth”itself is a double － edged sword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
tion overload in the Internet age． It has caused the dilemma of the truth and the truth，and also implies the clues of seeking truth in the
new context． In theory，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object”，“representation”and“intention”，this paper dynamically and o-
penly revises and reinterprets the Greimas symbol matrix． It also proposes to reconstruct the“meaning contract”as a strategy to re-
spond to the post － truth era triggered by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 post － truth;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Greimas matrix; meaning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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